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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调查数据和案例分析，考察脱贫农户和迁移劳动者的社会流动以

及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主要发现：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脱贫农户依然

通过家庭内部分工支持青壮劳力转向城市就业和落户。 留守村庄的人口严重老龄化，然
而老年长期照护筹资和服务均不足。 第二，农民家庭普遍实现了代际教育流动。 部分

乡 －城迁移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利用助学贷款完成了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第三，在获得正规就业岗位的受访者及随迁家庭当中，大约 ４ ／ ５ 跨越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最

低门槛，将近 １ ／ ４ 的家庭利用银行贷款在城市购买住房。 第四，迁移劳动者失业期间极少得

到城市救助或受惠于失业保险。 随迁家庭也难获得适合其收入水平的托幼服务。 因此，有
必要实行普惠制的老年和幼儿照护补贴，以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体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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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流动”，不仅定义为直系家庭多代人在社会经济阶梯的升降，而且也包括个人在自己生

命周期之内进出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ＯＥＣＤ，２０１８）。 它既称得上古老而又年轻的多维度话题，又
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与之相关的理论演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转型尤显相辅相成乃至齐头并进。
在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年）生活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兴起而封建等级制尚未瓦解。 仅就

贵族与平民而言，以血统出身划界分层的社会鸿沟依然不可逾越。 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进取行为

及其激励因素的分析，便自带这一转型期的特征。 斯密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年）为例

说明，国王和贵族并非依靠学识卓越和勤劳坚韧等美德获得社会声望，而是凭借已有的地位履行严

格的礼仪，显示特有的风度和威严的优越感，进而以地位权势左右世人。 地位低下的平民若想出人

头地，只能通过专业知识、出色才能、勤勉工作和不懈的努力。
一百多年过去，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然确立。 十九世纪的上层社会不再仅由国王和贵族

构成，有的国家还废除了君主制。 平民中的新兴资产阶级既拥有财富也取得权力和声望，农奴以自

由人身份进入机器工人队伍。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１８４２—１９２４ 年）在讨论技术工人培养时指出，
一些智力超常的工人所处的地位远低于其天赋。 马歇尔认为，这对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都是浪费。
父母通常让孩子接受与自己的学历相近的教育，然而超越父母学历的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

育，有可能推动代际技能、职业和收入的垂直向上流动。 如此不但激励工人努力提高技能和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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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且也促使个人积累资本和创业，结果必将有益于国家经济增长。 因此，私人和国家应当共同

投资于教育（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１３）。
在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北美大陆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平等主义为基调的

社会革命或改革。 罗伯特·福格尔（１９２６—２０１３ 年）通过对三个多世纪的史料分析揭示，产生于

１７３０ 年的第一次平等主义大觉醒，引发推翻英国皇室殖民统治的美国大革命，推动等级森严的贵

族社会向以能力为基础的平等社会转变。 第二次大觉醒从 １８００ 年开始，焦点事件是废除奴隶制和

内战。 １８９０—１９３０ 年间的第三次大觉醒，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多元化政策。 第四次大觉醒始于

１９６０ 年，持续进展到 ２１ 世纪。 此间以知识服务为特征的职业阶层迅速发展壮大，高等教育成为这

一群体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手段。 美国社会在追求经济平等的同时，增添了对文化平等的渴

望（福格尔，２００３）。
福格尔对“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理念的阐释，不仅在理论上明晰地把经济平等和社会流动

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厘清了欧美国家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
首先，平等并非意味着收入及其他生活条件无差别，而是指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勤奋、毅
力、才智和正当手段，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为此，必须消除机会获得过程中的制度障碍从而

保障权利平等。 例如 ２０ 世纪 ３０—７０ 年代的劳动制度改革、公民权改革和再次兴起的妇女解放运

动，正是为了消除缘于种族、族群和性别差异的权利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
其次，条件平等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个人进入市场时拥有的不同的初始禀赋，例如父母和家庭

状况、受教育机会、保健机会和社会关系等等，会对个人的发展前景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需要通过

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公共服务项目，既保障最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又缓解不利的初始条件对个人在机

会获得方面的负面影响。 例如，１８７０—１９７０ 年间，英美两国的公共卫生项目减少了了疾病风险，使穷

人得以将更多的体力用于工作。 强制性的中小学免费教育、政府和私人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资助，使
劳动技能（人力资本）的分配更为平等。 与此相关，两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下降了 １ ／ ３。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始，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各地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地区之

间、群体之间的贫富差别更加鲜明地显露出来。 围绕缩小贫富差别与增加社会流动的理论、政策和

实践，不但融入全球减贫与发展的跨世纪议程，而且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深受发达国家政

府和社会公众关注。 其中的理论要点和政策设计的思想基础可概括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和减少收入不平等，是缓解和消除绝对贫穷的两大关键因素。 虽然经济增长并

不必然减少不平等，但减少不平等必定有助于经济增长。 那些源自本人才能和努力等个人特征的

收入差别，通常被视为公正的收入不平等；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别，则称为不公正的

收入不平等（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８；Ｌｉ ＆ Ｙｕｅ，２０２２）。 正是出于这样的共识，联合国系统、国
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机构不约而同地呼吁消除社会排斥和歧视，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公平的

发展（世界银行，２００６；联合国，２０１６）。
第二，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在权利和能力获得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森，２００２）。 他们的收入、消

费、营养、健康、教育、就业和资产积累等变化，既能鲜明地反映社会下层上升的机会如何，又可清楚

地标示底层进一步滑落的风险怎样，还能作为衡量社会流动强弱的一个风向标。 因此，在与减贫和

发展相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研究者还会专门追踪分析相对贫困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

动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８）。①

第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绝对贫困群体的多种困境往往形成恶性循环，而且还会在家庭的世

代交替中延续。 若无公共支持，穷人很难摆脱当期的贫困陷阱并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因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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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银行的观测中，相对贫困线界定为中位数收入（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ｃｏｍｅ）的 ４０％ 。



与社会不但要促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惠及穷人，而且还需针对其中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等脆弱群体的特殊需求，量体裁衣般地实施专项发展项目。 例如，妇幼保健、儿童早期发展、女童入

学、残疾人就业和老年照护项目，等等（Ｃｕｎ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世界银行，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杨春学等，２０１４）。

第四，特定个人、家庭、群体在收入、教育、职业和健康状况分布中的位置变化和代际变化，可以

说是绝对流动；特定组别在同一维度上相较于其他组别的位置变动，可谓相对流动。 一般来说，人
们对职业和收入的相对流动比对绝对流动更敏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和结构的巨变，为
此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陆学艺，１９９６；唐世平，２００６；李培林，２０１７；李强，２０１９；李春玲，２０１９）。

进一步讲，如果整个社会流动变缓，那多半缘于阶层固化和不平等加剧（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１２）。 近年

来在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中，父母健康状况不良、受教育程度低、从事体力劳动且收入水平不高者，自
己大概率会落在同样或相邻层次，或曰被黏在“地板”上（ｓｔｉｃｋｙ ｆｌｏｏｒｓ）。 不言而喻，机会积聚在社

会上层。 父母的健康、教育、职业和收入处于高位者，十有八九自己亦进入顶层（ ｓｔｉｃｋｙ ｃｅｉｌｉｎｇｓ）。
此外，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因成员失业或意外事件而从原有阶层滑落。 如此种种，引发公众对社会经

济阶梯断裂、极端政治倾向和民粹主义盛行的担忧（ＯＥＣＤ，２０１８）。
第五，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问题的国别和地区研究显示，所有驱动社会流动性的措施都有助于

降低收入不平等，所有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 基于这些研究的社会流动

测度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决定因素重合。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采用的“全球社会流动指数”
由 １０ 个权重无差别的支柱型要素构成。 除了教育、卫生、就业和社会保护等要素外，还包括科技可

及性和包容性制度安排（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０）。① 这其中，与教育相关的因素就占了 ３ 席，
足见指标设计者对教育的重视。 教育指标的设计思想，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的未来教育

报告取向一致（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２１），尤其强调教育可及性（公平公正的供给）、高质量教育和生源多元

化、终身学习机会的创造。
借鉴上述社会流动理论框架，本文将集中考察脱贫农户和迁移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策略，阐明

他们急需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需求。 农户在现行标准下摆脱绝对贫穷，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经济

地位的改善。 农村劳动力跨行业跨城乡转移不但引致职业、收入、教育和资产流动，而且也有助于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降低全社会收入不均等，还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了显著贡献（蔡昉，２０２１）。
然而城市社会对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制度性政策性排斥尚未根除，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劳动

者及其家人，仍未得到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平等的权利（刘守英和曹亚鹏，２０１８；纪竞垚和刘守英，
２０１９；赵树凯，２０２１）。 这一事实反映在统计上，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达 ６３. ８９％ ，而户籍人口的

城市化率仅 ４５. ４％ （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２１）；反映在农

村迁移劳动者的生命周期中，是在城市就业岗位度过体力精力旺盛的青壮阶段，又不得不在临近老

弱时回返家乡；反映在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层面，是出现了上亿结构缺损的家庭，村庄留守者和外出

谋生者大多承受着家庭分离的代价。 随父母进入大城市的流动儿童，即使获得入学机会，到高中阶

段也不得不转至农村户籍地读书（韩嘉玲，２０２０）。
诸多对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或基于村庄留守群体调查，或基于迁移人口调查，进而分析农村人口

城市化轨迹中的一个片断。 本文则尝试勾连这些片段，故而采用多种调查组合构建本研究的信息基

础。 这一信息组合既涵盖县区政府机构访谈和农户及村两委（村庄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调查，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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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社会流动报告 ２０２０》中，按百分制计算各国社会流动指数并由高到低排序。 排在前 ２０ 位的

有 １７ 个欧洲国家，其余 ３ 名为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北欧五国位列前茅，得分都在 ８２. ７ 以上。 其中丹麦得分 ８５. ２，排名世界

第一；瑞典得分 ８３. ５，排名第 ４ 位。 此外，美国排在第 ２７ 位，得分 ７０. ４。



括迁移劳动者及其务工企业访谈和相关城市政府部门访谈。 本研究的实地信息收集，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江苏、湖北和重庆所做的小样本问卷调查和案例调查为主。 地域涵盖面更

广的农户和村庄大样本时间序列数据，则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①

以下，本文将利用调查所得数据和案例，首先展示 ２００３ 年以来村庄人口和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的变化。 其次，通过分别考察农户和迁移劳动者以家庭分工为特征的社会流动策略及实践，确认村庄

留守人员和迁移劳动者已经获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分析服务供给中的短板和保障不足之处，并
探寻针对脆弱群体的紧迫需求改善支持性政策的路径。 最后，对本文的发现加以讨论和总结。

二、 村庄人口流动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变化

教育、卫生、清洁饮水供给等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属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其

供给质量和人口覆盖面，不但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２０１６），而且大多与社会流动的驱

动因素相重合。 对农户而言，村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水平无疑直接影响其成员的福祉。
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多来自公共财政，也有村庄共有经济体、企业或村民筹资。 其供给的便利程度，
与服务点位及交通、电讯和金融网络的扩展密切相关。 特别是，具备需求针对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

给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随着人口聚集程度和人口结构变动而调整，以便既可确保服务可及性又能赢得

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益。 行政村范围内的中心村落，就是兼具服务可及性与规模效益的一个关节点。
（一）劳动力迁移与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８ 年的调查数据，村庄抽样调查总人口（８０９７１ 人）当中，在外居留

不少于 １８０ 天的人口占 ２９. ２％ （２３６４７ 人）。 这意味着，大约 ７０％的调查人口常住村庄。 但脱贫县

域的村庄则不尽然，否则“空心村”不会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流行语。 我们在脱贫县观察到，由于青

壮劳动者外出务工并携部分家人随迁，村庄常住人口的结构几近于城市的反面。
第一，居留村庄半年及以上的常住人口规模小于户籍人口。 从表 １ 列举的 １１ 个行政村的数据

可见，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村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率最低下探至 １９. ９％ 。 第二，村庄常住人口

严重老龄化。 ２０１８ 年，农村 ６０ 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 ２９. ９％ ，远高于全国水平（七普：１８. ７０％ ）。 第

三，常住人口中的成年组别女多男少（图 １），该组（１６—６０ 岁）中女性约占 ５２. ２３％ 。
在 ２０１８ 年以来的农村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村庄人口流动及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并非单向

度，而是呈现日益丰富的多样性。 首先，多数脱贫村（原贫困村）人口高比率流出，而在区位优越或

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村庄，人口流出程度较低甚或还有外来人口流入。 仅就表 １ 列出的县区及所

辖调查村而言，山西省右玉县、湖北省宣恩县和重庆市丰都县皆为原先的国定贫困县，各自调查村

的人口流出程度明显较高。 陕西省榆阳区并非贫困县，所辖柏盖梁村却曾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其
户籍人口流出率高达 ８０. １％ 。

与此相对照，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的两个村和湖北省荆州区的调查村分别临近包头市和荆

州市，距离市区约 ３０ 分钟车程。 这 ３ 个村各有成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即蔬菜、草莓种植和水产

养殖。 本村既有人外出务工经商，也有外来劳动者及其家人常住务农。 陕西省榆阳区的大纪汗村

和井克梁村分别有工厂式养羊业和煤矿，村里的人口和劳动力同样有进有出。
其次，整户迁移特别是核心家庭流出现象普遍发生，外出就业或上学的女性增多，老年女性进

城照护孙辈的情况也不少见。 这一切，既改变了村里的家庭形态，也稍稍矫正了以往 ２０ 多年间高

度扭曲的留守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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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覆盖中国内地 ３１ 个省份，常规调查对象为 ３７５ 个行政村，２. ３ 万个记账农户，
１７００ 个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２０１８ 年有效农户问卷 ２１７２５ 份，包含 ８０９７１ 人。



表 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调查村的住户和人口

省份及

县区
镇及村庄

户籍

户数（１）
常住

户数（２）
（２） ／ （１）
（％ ）

城镇购房

户数（３）
（３） ／ （１）
（％ ）

户籍

人口（４）
常住

人口（５）
（５） ／ （４）
（％ ）

山西省

右玉县

新城镇大堡村 １１８ ３３ ３０. ０ — — ２７０ ７２ ２６. ７
杀虎口景区杀

虎口村
３９８ １３５ ３３. ９ — — ９２２ ３７９ ４１. １

内蒙古达

拉特旗

树 林 召 镇 林

原村
１２８３ １１６８ ９１. ０ — — ４１８０ ３２９６ ７８. ９

树林召镇东海

心村
１７２０ ８４５ ４９. １ — — ４５９３ ２２３０ ４８. ６

陕西省

榆阳区

小纪汗镇大纪

汗村
３１２ ２５１ ８０. ４ — — ９１６ ７６０ ８３. ０

小纪汗镇井克

梁村
５７８ ４６２ ７９. ９ — — １７４１ １３８１ ７９. ３

鱼河峁镇柏盖

梁村
３８８ ９５ ２４. ５ — — １１３３ ２２５ １９. ９

湖北省

荆州区
纪南镇新桥村 ４２０ ３６２ ８６. ２ ２５ ６. ０ １６０２ １５３２ ９５. ６

湖北省

宣恩县

李家河镇川大

河村
２７８ ２５２ ９０. ６ ３１ １１. ２ １２４０ ７１０ ５７. ３

重庆市

丰都县

双 路 镇 莲 花

洞村
８８９ ５３３ ６０. ０ １０３ １１. ６ ２７２０ １６３２ ６０. ０

重庆市

丰都县
兴义镇天水村 ８１９ ４２８ ５２. ３ ３４１ ４１. ６ ２４３９ １３２１ ５４. ２

　 　 注：“常住人口”指的是在村庄居留不少于 １８０ 天的村民；“ － ”表示无可供使用的数据。
数据来源：本课题组的村庄调查。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

　 　 注：观测值共 ５８２３７ 个。 年龄（岁）分组标准为，老年（年龄 ＞ ６０），成年（１６≤年龄≤６０），学龄（６≤年龄 ＜
１５），学龄前（１ ＜ 年龄 ＜ ６），婴儿（年龄≤１）。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

在家有 ７５ 岁及以下老人的住户中，纯老人家庭占 ４５. ７８％ 。 在该年龄组的“其他家庭”类别

中，有将近一半（４９. １％ ）住户（２５９７ 户）的老人与 １３ 岁以下儿童共同生活。 在有着 ７５ 岁以上老人

的“其他家庭”类别中，同样情形的住户数量（３２４ 户）和比重（２８. ５８％ ）都要低得多（表 ２）。 如果

把 ８０ 岁及以上年龄组视为高龄老人组，那么依据表 ２ 的数据可以推断，分担儿童照护劳动的老人

主要集中在中低龄老人组。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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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地方政府多次实行合村并镇措施，以提升行政管理的

规模效益。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级调查信息，２０００ 年以来，大约 ３０％的调查村经历过合并。
此外，脱贫县大多获得上级政府拨付的易地搬迁资金，建立了一些移民新村，吸纳本县多个贫困村

的村民。 山西省右玉县和湖北省宣恩县都有这样的新村样板（未列入表 １）。 还有一些脱贫村，由
村两委多方筹资组织村内搬迁，将区位不利的住户从山坡集中到平地，大幅度改善生活条件。 陕西

省榆阳区的柏盖梁村、重庆市丰都县的莲花洞村和天水村都有过这样的实践。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农村 ６０ 岁及以上常住老人的家居形态

老人家居形态
全部 ７５ 岁及以下 ７５ 岁以上

观测值（户） 占比（％ ） 观测值（户） 占比（％ ） 观测值（户） 占比（％ ）

纯老人家庭 ５１３５ ４４. ４３ ４４６５ ４５. ７８ ６７０ ３７. １４

其他家庭 ６４２３ ５５. ５７ ５２８９ ５４. ２２ １１３４ ６２. ８６

其中

与 ７ 岁以下儿童共同居住 １５０２ ２３. ３８ １３０７ ２４. ７１ １９５ １７. ２０

与 ７—１３ 岁儿童共同居住 １４１９ ２２. ０９ １２９０ ２４. ３９ １２９ １１. ３８

与 １３—１６ 岁儿童共同居住 ４６６ ７. ２６ ３９６ ７. ４９ ３９４ ３４. ７４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

（二）基础设施改善但生活排污管网多半缺失

农户成员最为关注的生活条件除了自家房屋，还包括供水、供电和周边交通及服务配套设施。
脱贫攻坚目标中的“两不愁三保障”（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就是对当

今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种精炼而又通俗的表达。 经过多年的扶贫行动，脱贫地区的公路和电力

村村通、村道路面硬化、住户房屋和饮水安全均已实现。 因此，表 ３ 仅包括基本医疗、老幼照护和儿

童教育机构、管道供水和污水管网、电子商务和快递服务网点设置等指标。 据此对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调查数据分别加以统计，梳理醒目信息如下：

第一，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间，原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均明显改善。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前者

的某些指标值还优于后者。 例如，管道供水和托幼机构覆盖率分别达 ８７. ２７％和 ７１. ７４％ ，与《中国

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不相上下。 这无疑是中国政府和社会长期以来持续投资于贫困地

区的必然结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２１）。
表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间村庄基础设施概览

基础设施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原贫困村（村庄观测值数） ３４ ３８ ７２
使用管道供水的住户所占比重（％ ） ６８. ００ ７５. ３８ ８７. ２７
本村有生活污水管网（％ ） ２９. ２３
本村有小学（％ ） ７７. ０８
撤点并校后最近小学的距离（公里） ３. ８１
本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 ３５. ２９ ３８. ８９ ７１. ７４
本村有医务室、诊所（％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本村集中养老人数（人） ９. ４０
村内快递配送站（个） １
村内电子商务或代销网点（个） １. ２２
非贫困村（村庄观测值数） ２８０ ２９６ ２９８
使用管道供水的住户所占比重（％ ） ６３. ５９ ７５. ５８ ８４. ５４
本村有生活污水管网（％ ） ３６. ３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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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基础设施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本村有小学（％ ） ６５. ４６
撤点并校后最近小学的距离（公里） ３. ４４
本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 ４２. ２９ ４３. ５１ ６９. ３１
本村有医务室、诊所（％ ） ９８. ８５ ９８. ８８ ９６. ７５
本村集中养老人数（人） ２１. １３
村内快递配送站（个） １. ４４
村内电子商务或代销网点（个） ２. ４０

　 　 注：表中的“原贫困村“：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为民政部门认定的贫困村，２０１８ 年的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村。 原始数据表中未设

村级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指标。 “集中养老人数”指年末在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生活的老人数，并不意味着老人在本村集中养老。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调查。

第二，仅就那些无需硬件入户的公共设施而言，使用者越普遍，村庄覆盖率越高。 例如，自
２００３ 年始，原贫困村的医务室和诊所的覆盖率即达 １００％ 。 相形之下，托儿所、幼儿园和村小学的

服务对象为特定年龄段的儿童，在既定期间内仅涉及部分住户，其村庄覆盖率最高不过 ７８％ 。
第三，非贫困村的小学覆盖率虽然低于原贫困村，但撤点并校后，两组村庄距离最近的小学都

不超过 ４ 公里，可见行政村辖区和小学学区并不完全重合。 我们在调查中得知，这是学校布局与人

口迁移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相当一部分村庄小学因学童过少而关闭，一些设施上乘的希望小学校

舍也只能转作他用。 除了县城小学外，村庄学童通常就学的去处是联村小学和乡镇小学。 因此，孩
子们上学的方便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交通距离。

第四，电子商务和快递服务网络已经延伸到行政村。 前者有助于农产品供销，后者方便农户购

物。 我们去过的村庄不但都有小超市，而且还常有流动货车光顾，专门销售肉菜豆腐等生鲜食材，
妥帖地满足了老龄居民的需求。

第五，村庄基础设施供给中最明显的短板一是老年照护服务设施，二是生活污水管网铺设。 表

３ 的“本村集中养老人数”，是目前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报表中唯一可用的养老数据。 它指的

是调查村年末在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生活的老人数，只能说明村里需要密集照护的老人有养老机

构可去，并不能反映村庄养老设施和服务状况。 至于村庄生活污水管网铺设，是近年来农村环境整

治和厕所革命遇到的新挑战。 它不但以村庄人口聚居为前提，而且还需要适合农村人居环境的小

规模、低成本污水处理技术。 当前，恰恰缺失这种急需的技术（朱玲，２０１９）。
（三）综合管理到位然而老年照护不足

表 ３ 的数据主要展示的是村庄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指标，能够部分地反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但不足以说明服务的质量。 与区位相关的设施使用方便程度，仅能从一个侧面衡量服务的可及性。
如果把村庄基础设施看作公共服务的“硬件”，只要持续投资工程建设，即可实现从“无”到“有”的
转变。 若要保证公共服务及时递送至家庭和个人，必须因地制宜匹配服务“软件”。 或者说，除了

运行和维护等后期投入，还需社会组织润物细无声般地经营。
在落实国家治理方针的过程中，村两委不仅成为基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综合

管理的机构，而且在人员构成上也趋于一元化（张晓山，２０２０）。 村庄公共服务的运行组织和递送

功能亦主要由村两委承担。 以下案例着重说明，村两委如何顺应村庄人口变迁，通过提供公共服务

支持脱贫农户改善生计和社会流动。
其一，农地规模经营和产品销售服务。 在土壤贫瘠但尚可种植林果的山村，一些中心村的村党

支部书记在县乡（镇）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土地流转和归并整理组织专业合作社，实现联村果业规

模经营。 例如，２０１７ 年湖北省宣恩县川大河村党支部书记组织了一个白柚合作社，作为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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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政府的示范点。 合作社股东 ５ 人，种植柚树 ２２０ 亩，覆盖 ５ 个村、２６８ 个农户。 合作社经营中

既为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就业和收入，也为其他白柚种植户提供代销服务。
当地的柚树管理每年需集中用工 ４ 次。 合作社通常用工 １２ 人（其中女性 ８ 位），都在 ６０ 岁以

上，男女零工的平均工资为每天 ８０ 元。 合作社推销柚子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正常年景可销售本社

柚子 ９０ 吨。 ２０２０ 年，因疫情封村果木管理跟不上而减产 １５ 吨。 好在合作社通过“８３２”（贫困县）
销售平台不但全部卖出本社产品，而且为周边农户售出柚子 ３００ 吨。 合作社从柚子购销业务中获

取差价 ５％—１０％ ，农户则因享有这项服务而规避了市场风险。
其二，行政村范围内的信贷互助服务。 在村庄共有资产收益微薄的地方，村两委借助金融制度

创新为老人谋福利。 例如，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与上百个试点村的村两委合作，建立养老资金互助

社和土地合作社。 一方面，吸纳本村企业家捐款和老人存款；另一方面，把资金用来收储和改良闲

置土地和房屋，分别租给农业企业家和城市游客。 经营收入扣除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等款项后，分
配给参加养老资金互助社的老人（李昌平，２０２０）。 表 １ 列举的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

原村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 与此相似，福建省永春县湖洋镇吴岭村的村两委组织了一个慈孝基金

会。 基金全部来自本村企业家捐款，专门贷给村内创业者，利息收入用于维持老年服务站的运行。
其三，疫情期间协助外出务工者返岗就业。 ２０２０ 年初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回乡过年的湖北籍外

出务工者难以返岗复工。 经省政府与劳务输入地政府联系，县、镇政府包车“点对点”运送外出务工者返

岗。 例如，恩施市盛家坝镇包车直达浙江省台州市和杭州市，用人厂家则分别到固定地点接人。 宣恩县

社保局的做法，是为每位自行返岗者发放 ４００ 元的车费和餐费补助。 在这些就业支持活动中，村两委的

作用一是统计上报外出劳动力数据；二是将政府的服务和补助信息下达至本村每一外出务工者。
其四，老年照护服务。 在县财政予以补助且民政局加以督办的村庄，村两委通常利用闲置的小学

校园兴办“幸福院”，或者专为老人供应午餐。 例如，陕西省榆阳区的行政村均设幸福院，每院雇用一

位中老年妇女担任保洁员和炊事员。 入住老人床位免费，伙食标准为每日 ５—８ 元。 入住者只需支付

每日 ３—４ 元的餐费，差额由财政补足。 民政局还按照入住人数，每年补助每个幸福院 ６. ５ 万元左右

的运行经费。 幸福院入住条件为本村 ７０ 岁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 至于生活不能

自理者，唯有中高收入家庭和政府予以财务兜底的五保老人，可以利用养老院和上门护工等社会化照

护服务。 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难以利用有偿服务，往往陷入老年照护困境（朱玲等，２０２０）。
其五，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留守村民最普遍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打麻将，极少数村庄有女性自

组织的广场舞。 在常住人口比重较大、村两委成员爱好文体活动的村庄，农闲时还能组织歌舞排

练，或在节庆期间组织传统娱乐表演，例如南方的赛龙舟和北方的闹秧歌。 大多数村庄只是在外出

人员返乡过年的时候，才能聚拢“人气”共同娱乐。 例如，山西省右玉县几乎每个行政村都建有戏

台，但也仅用于春节期间请戏班子演出。
（四）小结

纵观最近 ２０ 年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无论是原贫困村还是非贫困村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原贫困村的一些基础设施供给实现了从“无”到
“有”的飞跃。 目前，农村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在于村庄污水处理管网的缺失。 这一短板的弥补不

但需要因地制宜的技术支持，而且需要公共投资扶助。
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最薄弱之处是人力资源发展。 首先，虽然托幼机构的村庄覆盖率逐渐

提高，但涵盖营养干预、认知训练和养育环境改善等要素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却极为缺乏（卢迈，
２０１８）。 其次，行政村一般都设有老年活动站（室），主要用于生活自理老人社交和游戏。 然而多数

村庄欠缺老年继续教育服务和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护服务。 在劳动供给整体下降的趋势下，继续

教育对于延续和增加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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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乡村发展实验表明，投资于村庄儿童和老年服务既有改善儿童福利和老年福利之效，又
能提升当前和未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还可解除外出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能促进照护产

业的发展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２１）。 老幼照护的收益明显溢出家庭而惠

及整个经济与社会。 况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家庭功能明显弱化，社会与家庭及个人

分担育儿和老年照护责任已势在必行。 可是它为何至今仍为公共投资的短板呢？
这一是因为社会化老幼照护服务的成效短期难以显现，在地方主政官员的政务优先序中排位

靠后。 二是儿童早期发展和老年照护服务需要细致而又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和财务支持，这两个条

件在村庄层面普遍缺失。 正因为如此，当前提供这两类服务的村庄大多属于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

合作的试点。 它带来的启示在于，社会化的村庄老幼照护服务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投资的重点领域。
服务的提供既要有社会组织和村民的参与，又需借助市场的力量。

三、 村民家庭的代际教育流动和住房投资升级

村民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为了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增加全家收入和成员

福祉，并尽可能促成整个直系家庭攀升社会经济阶梯。 纵然外部条件千变万化，这一决策动机基本不会

动摇。 就脱贫农户而言，倘若部分或全部成员稳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那就不仅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而
且还可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 基于这种理解，本节着重讨论村民家庭的劳动分工、居住分离与社会流动。

判断个人在社会中是“向上”还是“向下”流动，既要观察其学历、职业生涯和收入的变化，也要

将这些指标值与其父母在同等年龄时的状态加以比较（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０）。 因可供使用

的数据所限，本文仅从观察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家庭成员的学历作代际比较。 至于职业和收入

等其他方面的流动性观测，只涉及单个成员生命周期内的变化。 出于对城乡隐形分隔的关注，本文

还将选择一些变量，衡量城乡人口流动程度和迁移人口享有的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信息主

要来自作者及团队 ２０２０ 年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对 ３０ 个农户的访谈，以及 ２０２１ 年在湖北和重庆

对 ５７ 个农家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４０ 份）。
（一）家庭分工分离与人力资本投资

自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离土又离乡”的方式为主，村民家庭的分工决策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

供求信号越来越敏感。 无论是性别分工还是代际分工都蕴含着对劳动者机会成本的考虑，这在以

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家庭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市场参与能力。 何者外出务工、何者

留守村庄？ 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固然复杂，但处在首位的决定因素还在于，谁在他乡的工作更稳定

且收入更高，谁能更妥帖地承担“老家”的生产和家务劳动。 随着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和照护行业

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青壮已婚女性甚至低龄老年女性外出就业的势头悄然形成，留守丈夫由

此应运而生。
湖北省宣恩县某山村的一位留守丈夫解释，妻子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一个人在家务

农一年的现金收入，况且女人留在村里独当一面也太辛苦。① 可见如此安排既有市场取向，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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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留守丈夫 Ｄ 先生是 １９６２ 年生人，妻子 １９６５ 年生人。 夫妇俩养育了 ２ 个女儿，都已结婚。 Ｄ 夫妇和小女儿夫妇及外孙同

户，但常住村里的只有他和 ６ 岁的外孙，妻子和女儿女婿都在浙江打工。 Ｄ 先生之所以留守村中，一是可以种田，二是照顾外孙。
他认为，这两件事如果让妻子独自担当，那就太辛苦了！ 他家有 ９. ４ 亩农地，套种玉米、香葱、柑橘、柚子。 ２０２０ 年，因疫情影响部

分水果没卖掉，水果收入仅几百元。 又因天气干旱，香葱无收成。 玉米用来喂鸡，鸡蛋和鸡肉自食。 全年农业净收入仅 ４３８０ 元。
在浙江生产线上工作的女儿和妻子，每人每月基本工资 ５０００ 元。 如果加班，每小时 ４５ 元。 小女婿在同一城市做广告，每月工资收

入 ６０００ 元。 疫情开始以来，他家外出打工的 ３ 人都未曾回乡也未失业。 Ｄ 先生的外孙不到 ３ 岁即进入镇幼儿园（距家 ２ 公里），每
天早上 ６ 点送去，下午 ３ ∶ ３０ 接回，每年交费 ４０００ 元。



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 在我们的 ４０ 份有效问卷中，有 ６ 位受访者是 ６０ 岁左右的女性低龄老人，家有

学龄前或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孙辈要照顾；有 ７ 位受访者为中年留守妻子；留守丈夫仅有 ３ 位

（７. ５％）。 不过，以留守丈夫为特征的性别分工虽系少数，却凸显家庭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影响。
第二，为了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同时又保证学龄儿童教育投资，家庭分离不再限于劳动力流出

地和流入地两处，而是呈现多点分居状态。 有的人家由祖母陪同孙辈去镇上或县城读书，祖父留守

村庄，孩子的父母到县域之外谋生。 有的则是未婚的姐姐一面到县城做工，一面照顾弟弟上学。 更

多的情况是，锁闭村中房屋，母亲到县镇陪读，父亲跨省或跨县务工。 因此，村中常住人家稀疏，儿
童亦不多见。 在湖北、重庆的 ４０ 个受访户中，家有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共计 ９ 户（２２. ５％ ）。
各家的分工安排多有不同，但没有任何一家荒废孩子的学业。

例如，恩施市盛家坝镇枫香河村的一个五口之家常年分居 ３ 处：男主人（１９７７ 年生人）独自留

守村庄，经管农业和家庭客房；主妇（１９８２ 年生人）在恩施市区一家餐馆做面食，家里的现金收入主

要来自她的工资（４０００ 元 ／月）；两个女儿（１８ 岁和 １２ 岁）由她们的祖母（１９５９ 年生人）陪同，租住

在镇上读书。 这位留守丈夫介绍，现在这一带的农家对供给女孩上学和培养男孩没什么两样，因为

大家都知道，孩子不上学，今后没前途。 其实这个案例也表明，农民家庭之所以忍受分离的痛苦，正
是为了当前生活的改善和下一代的发展。

第三，高龄老人与子代核心家庭分户分居，一方面借助社会保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实现经济独

立；另一方面，以代际接力的方式支持后辈向城市迁移。① 这种情形在山西省右玉县调查中较为常

见。 八旬老人构成的纯粹老人户一般都享有低保待遇，２０１９ 年每人领取低保金 ４４００ 元。 此外，每
人每月还领取居民养老金 １３８ 元。 健康良好者既可从村委会申请环卫公益岗，每月工资 ５００ 元；也
可去附近的扶贫车间做零工，每日工资 １００ 元。 逢年过节，镇政府向老人发放粮油。 受访者言道，
只要生活能自理，日子过得还不错（朱玲，２０２０）。

这些高龄老人都曾经历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全过程，也曾尽可能地供给自己的子女进小

学上中学，多半使得子代在学历阶梯上高于自己。 子代则期望儿女（第三代）接受高等教育，毕业

后扎根城市稳定就业。 为此，他们经年累月外出务工，为孩子筹措和积累教育经费。 特别是，帮助

完成高等教育的子女一次性归还助学贷款。② 一些分户分居的三代直系家庭不但成功脱贫，而且

还程度不等地实现了学历和工作岗位的代际向上流动。③

表 ４ 的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统计，不但表明年纪越轻的户主及其成年子女学历越高，而且也显示

每一代成年子女的平均学历都高于其父辈（户主）３ 年左右。 此外，农业家庭经营者在三个年龄段

的户主中所占的比重，最低为 ５１％ ，最高达 ７０％ ；不同年龄段户主的成年子女中，外出务工者约占

５０％ ，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经营者仅占 ４％左右（数据未列表）。 乡 －城劳动力流动本身，即意味

着劳动者通过行业和地区迁移提高了收入获取能力（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对农村迁移劳动者社会流

动状况的讨论）。 村民家庭的青壮劳力进城就业，可以说是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一个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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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农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抽样调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间，在家有 ６５ 岁及以上老人的农户当中（２００３ 年样本 ４３８４ 户，２０１７
年 ８１７４ 户），独居和非独居的纯粹老人户与空巢户加在一起，所占比重从大约 ２０. ７％增加到 ４３. ３％ （朱玲等，２０２０）。

我们在晋、陕、蒙、渝、鄂五省份农户调查中注意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大多使用了助学贷款，平滑了家

庭消费支出。 重庆市丰都县莲花洞村 Ｗ 女士和丈夫都是 １９６９ 年生人，丈夫随建筑队在外打工。 他们养育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上

大学四年共贷款 ３２０００ 元，毕业时家里给一次还清。 ２０２１ 年小女儿读大学三年级，也是每年贷款 ８０００ 元，Ｗ 女士每月另给她 １２００
元生活费。 如今丈夫和大女儿都在攒钱，以备小女儿 ２０２２ 年毕业时归还助学贷款。

山西省右玉县扶贫搬迁户 Ｌ 老人的直系家庭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 ２０２０ 年，他和妻子年届八旬，都读过小学。 儿子和儿媳

常年在大同打工，２０ 多年前在打工地买了套二手房，现已把两个孩子供到大学毕业。 Ｌ 家在原住村有 ５０ 多亩承包地，出租他人耕种，
每亩租金 ５０ 元 ／ 年。 Ｌ 老人的女儿嫁到吕梁市离石区，她的承包地份额留在娘家，但地租收入都归了哥哥。 Ｌ 老人云淡风轻地表

示，培养大学生很贵，谁也不要求儿子还钱。 现如今大孙子在上海做设计师，孙女在大同市附近教书，这是最值得他骄傲的事情。



这既是农村住户实施其生存和发展策略的成效，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

缩影。
表 ４ ２０１８ 年的农户代际教育流动

户主出生年份分组 户数
户主平均受

教育年限

子代平均受

教育年限

户主学历为 ９ 年

及以上者占比（％ ）
子代学历为 １２ 年

及以上者占比（％ ）
１９５９ 年及此前出生 ５３５４ ６. ３８ ９. ２０ ２６. ８２ １７. ７４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出生 ４３４３ ７. ６５ １０. ８３ ４１. ２６ ３９. ９５
１９７０ 年及此后出生 ２４４５ ７. ９１ １０. ９１ ４６. ７１ ４２. ３３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 所选样本为家庭结构为两代及以上，且子代为年龄在 １６ 岁及以上的校外

人口样本。

（二）家庭住房投资升级蕴含的阶层跃迁取向

脱贫农户所在的村庄一般环境严酷土地贫瘠、区位偏僻基础设施薄弱。 如今基础设施普遍改

善，但资源贫瘠的自然条件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例如山西省右玉县、湖北省恩施市和重庆市丰都县

的受访者不约而同地陈述：“种啥都产量低”。 因此，谋求土地以外的收入并向城市转移，仍是脱贫

农户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策略。 农户的收入除了维持必需的生产和生活开支便着重用作资本积

累：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建房或买房，三是购买农机和运输车辆等经营性资产。
如果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主要由父母承担的话，住房投资则由全家筹资，包括成员积

蓄、机构和私人借贷等等。 学历和职业流动是用个人特征表达的一种社会经济指标，住房条件则更

多地反映家庭的资产状况。 眼下，良好的住房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村男性成婚的一个前提。 它

不仅预示女子婚后的家居安全和舒适程度，而且还标识男方家庭在经济阶梯上所处的位置。 农户

的住房投资行为因而成为我们判断其社会流动趋势的重要信号。 就这一问题接受问卷调查的农户

共 ５７ 家，提供了以下值得关注的信息。
第一，“居者有其屋”。 在本村拥有房屋的家庭占受访户的 ９４. ７％ （５４ 户），余者（３ 户）的住房

在镇上。 受访家庭中，有 １２ 户（２１. １％ ）拥有两处及以上住房，这些新房多购买或修建在村域之

外。 其中 ５０％在县城，３３. ３％在县域之外，其余的（１６. ７％ ）在镇上。 购房的时间大多在 ２０１５ 年以

后，目的主要是为孩子读书或结婚。
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的危房改造或搬迁补助款，带动村民积极改善

住房条件。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间，丰都县莲花洞村得到高山生态搬迁项目，划出一片地皮，引入开发商

盖房，以每平米 ９８０ 元的价格卖给搬迁户。 政府对每个购房搬迁户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人补贴

６５００ 元。 搬迁户的老宅已经复垦，村集体因而从政府得到 ７０ 多万元复垦收入分成。 受访户介绍，
每套住房面积约 １２０ 平米，房价为 １０ 万—１１ 万元，主要靠打工积蓄的收入支付。 新建房电路和上

下水设施齐全，每年冬季住家使用电烤炉取暖 ２ 个月。 搬迁后的住房条件“跟城里的一样”，从住

地搭乘公交车到丰都县城的单程车票为 １５ 元。
第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住房贷款促进村庄住户异地购房。 据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村庄调查，在城镇买房的农户占调查户总数的 １６. ４２％ （表 ５） 。 虽然比率不高，却足

以显示部分农村人口意欲扎根城市的倾向。 我们的湖北、重庆农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户在

村里的住房投资平均 １４. １ 万元，县城购房者平均支付 ３５. ５ 万元，在县域以外的城市购房平

均支付 ７９. ４７ 万元。 村内建房的住户大多从亲朋好友处借款，①在外购房的人家还使用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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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宣恩县川大河村 Ｚ 先生有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他是 １９５４ 年生人，妻子生于 １９５３ 年。 ２０１２ 年他家在村里盖新房，共
支出 ３４ 万元。 Ｚ 先生命令 ３ 个出嫁的女儿每人出借 ３ 万元，由儿子负责还款。 儿子大约用了 ３ 年时间还清了这笔债务。



贷款。①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底，调查户中因建房购房负债的住户占 ２８. １％ （１６ 户），平均负债额为每

户 １３. ８８ 万元，均依靠在外打工者的汇款还债。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中在城镇购房的农户比重

村庄分组 村有效观测值（个） 城镇购房户占总户数的比重（％ ）

全部 ３３０ １６. ４２

贫困村 ５５ １４. ３２

非贫困村 ２７２ １６. ９７

　 　 注：２０１８ 年固定观察点的村观测值为 ３７３ 个，其中 ４３ 个村未报告城镇购房户数。 在余下的 ３３０ 个村中，有 ３ 个村未标明是否

贫困村。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庄数据。

第四，村民投资决策中不乏理性取舍。 首先，纯老年家庭的决策理性表现为放弃自建新房。 宣

恩县川大河村的农户记账辅导员 ＺＥ 老夫妇便是如此。 ＺＥ 先生和夫人为 １９５４ 和 １９５５ 年生人，三
个儿子都在广东佛山打工且各自买房成家。 儿子异地购房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在佛山上学无需额

外交款。 ＺＥ 老夫妇住的房子是父亲 １９５３ 年盖的，每 ３ 年换一次瓦，再做些小修小补。 目前维修一

次的费用大约为 ２０００ 元。 儿子们每年春节回家，一起赠送父母 ４０００ 元现金。 老夫妇并不需要儿

子给钱，２０２０ 年，他俩务农、做零工、记账辅导和领取养老金的收入共计 ３０６１９ 元。 但无论是老两

口还是儿子们，谁都没打算在老家盖房，而乐意选择基础设施条件更好的商品房。
其次，资助在城市就业的子女买房。 笔者在丰都县天水村调查的农户中有两家曾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分别资助独生女完成高等教育且安居重庆市区。 头一户的 Ｃ 夫妇是七零后，丈夫去湖南

省湘潭市做建筑木工，妻子留守乡间管理果木和打零工。 女儿读了 ３ 年大专，县政府每年补助

３０００ 元，Ｃ 夫妇共支付了 １０ 多万元。 女儿毕业后在重庆一家互联网企业上班，与男友贷款 ６３ 万元

买了一套期房，Ｃ 夫妇资助了 １０ 万元。 另一户的 Ｔ 夫妇也是七零后，女儿完成义务教育后又读了 ９
年书，Ｔ 夫妇共支付教育费用 ３０ 多万元。 女儿毕业后在重庆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现已结婚生子，
２０２０ 年贷款 １００ 万元买房。 那时 Ｔ 夫妇恰好养猪盈利，还有做泥水工的收入，于是拿出 １５ 万元支

援女儿付首付。
第五，决策失误风险高。 天水村受访户中有两位主妇自述买房不当。 两家先后在镇上为大

儿子买房，不想儿子外出打工后不愿落户本镇。 房子空置十多年，既卖不掉也租不出，浪费了打

工人的血汗钱。 其中一户 １９９８ 年花费 ５ 万元在村里盖了座平房，平时只有主妇 ＣＡ 女士、大儿媳

和不到 １ 岁的孙子居住。 ２００７ 年，ＣＡ 夫妇花费 １４. ５ 万元，在镇政府所在地为大儿子买了 １１０ 平

米一套房，至今还是未装修的“清水房”。 另一户的特殊之处是有 ３ 处房：第 １ 处，２０００ 年建在早

先居住的自然村（大镰湾），建房费用 ８ 万元。 第 ２ 处，２００８ 年花费 ８ 万元，在镇上买了一套 １２０
平米的房子，如今依然空置。 第 ３ 处，２０１６ 年买在距离县城不远的工业园，面积 ８０ 平米，主妇 Ｑ
女士带小儿子留守。 此处房款 ２４ 万元，银行贷款 １５ 万元，已经偿还了 ８ 万元。 丈夫每月给 Ｑ 转

账 ４０００ 元，大儿子给她 ２０００ 元。 Ｑ 和小儿子省着花，因为每月至少须还贷 １５００ 元，还得给大儿

子的婚事攒钱。
不难看出，村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相辅相成，投资决策中皆包含代际向上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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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都县莲花洞村 Ｒ 先生，１９５９ 年生人，原为该村党支部副书记，每月工资 ２２００ 元。 ６０ 岁退休，每月领取居民基本养老金

１０５ 元。 Ｒ 夫人 １９６２ 年生人，儿子 １９９３ 年生人，都在重庆打工，他还有 ３ 个女儿已出嫁。 Ｒ 先生在村里住着父母留下的老房，建于

１９８０ 年。 ２００３ 年，他在重庆购买 ８０ 平米一套房，房价 １１５ 万元，贷款 ５０ 万元，按月还款。 正常情况下，妻儿每年去重庆打工 １０ 个

月，妻子每月工资 １５００ 元，儿子每月工资 ２６００ 元。 ２０２０ 年因疫情防控，妻儿外出打工 ６ 个月。



意图。 家庭住房投资叠加政府对通电通水通路等村庄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地改善了村民的家居

条件，有助于减轻留守妇女的家务劳作、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安全和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村

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决策有大量公共信息引导，但购房支出却不然。 住房投资失误不但导致家庭财

务损失，而且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因此，如何把住房市场信息准确地传递到村，是个留待住建部门

和消费者协会介入的问题。
（三）脱贫农户经济状况下滑的风险及其帮扶需求

全国农村调查数据和本文的脱贫农户访谈信息都展现了村民家庭向上流动的总体趋势。 然而

农户及其成员面临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生命周期中的意外变故，都可能逆转单个家庭的社会流

动方向。 本文观察到的风险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家庭主要劳动力伤病，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转换收入较低的工种。① 即使保险机构承担部

分医药费，家庭也须增添医药费支出。 此外，农户不但损失部分收入能力，还可能动摇全家经济安

全，甚至殃及下一代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
其二，承担辅助劳动的家庭成员因衰弱、患病或发生意外需要照护。 农户不得不调整原有分

工，由工资收入较低的主要劳动者转而留守村庄负责家庭照护。②

其三，自然灾害、经济下滑，以及二者相继发生或并发，造成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甚至资产萎

缩。 例如，水灾造成田园住房损毁、疫情导致企业倒闭和工作岗位消失，等等。 川大河村党支部书

记介绍，２０２０ 年，武汉市和湖北省解封之后，外出做固定工的人多半保住了工作，因为有劳动合同，
但是沿海一些外贸产品加工厂和贸易公司倒闭，致使本村失业者占到平时外出打工者的四成。 找

不到工作的人只好折返家乡，隔两个月再出去找工作。
针对单个家庭及个人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理论和实践中的应对方案，都是以社会保护（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为屏障。 ２００３ 年以来，随着农村医疗保险（新农合）、养老保险（新
农保）和低保制度建立，加之惠农政策和扶贫攻坚力度增强，公共转移收入在农户可支配收入中所

占的比重明显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重庆市丰都县调查队提供的信息，２０２０ 年，公共转移收入的比

重达到 １０％以上，受益者主要是老人和病残患者。 可以说，国家对这一群体的“兜底”保障，既促使

其脱贫也防止其返贫。 若进一步强化社会保护，例如把照护保险推广到农村，必将更加有效地降低

脱贫农户返贫（向下流动）的风险。
提高原有的社保水平和增加社保内容的一个前提，无疑是增加财政投入。 恰恰是这一点，在脱

贫地区具有不确定性。 脱贫县的本级财政大多入不敷出，差额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拨付的各类资

金、对口帮扶地区的援助以及债券资金等，山西的右玉、湖北的宣恩和重庆的丰都莫不如此。 仅从

２０２０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率来看，三个县的数值依次为 ２３. １６％ 、
７. １７％和 ３２. ６５％ 。③ 鉴于这些县域或多或少地划归生态功能区，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期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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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莲花洞村 Ｗ 女士的丈夫原为建筑队的框架木工，年工资收入 ５ 万—６ 万元。 他在工地先后两次受伤，转做看场人，年收

入降到 ２ 万元。 Ｗ 之所以未跟丈夫一起外出打工，是因为患心脏病。 ２０２０ 年住院 ５ 次，除新农合报销费用外，自家总共支出 １ 万

多元。
莲花洞村 Ｚ 女士和入赘的丈夫都是七零后，家里三代同堂。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Ｚ 女士每年去广州给表弟的工地做饭，每月

工资 ２０００ 元。 丈夫是电焊工，每年去杭州市打工，每月工资 ４０００ 元。 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Ｚ 父母的健康状况恶化，她便留下来照顾老

人和一双儿女，有时在本村和邻村做零工。 ２０２０ 年，她只挣了 ５００ 多元，而家里的医药费达 ４０００ 多元，与两个孩子当年的教育总

支出一样多。
２０２０ 年，右玉县地方财政总收入为 ９. ５２３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 ２２４８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８. ２４０１ 亿元；

宣恩县地方财政总收入 ４. ７０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 ０６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２. ６７ 亿元；丰都县地方财政收入

３２. ２８８０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２. ９８２７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 ８９. ８２７２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０. ３９３７ 亿元。 参见：
右玉县财政局，２０２１；恩施州统计局，２０２１；丰都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丰都调查队，２０２１）。



央政府宣布延长的 ５ 年帮扶期一旦到达，能够启动生态补偿机制，继续为县财政“输血”。
在过去十年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递减的情况下，财政帮扶措施必须调整（朱玲

和何伟，２０１８）。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和提高援助效率，以下原则应为调整的底线：其一，保证脱贫地

区现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水平不下降，特别是确保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
生活状况可持续。 其二，帮助脱贫县政府获得足够的财力，以保持基层政权有效运转、保障县域基

本民生和促进劳动人口就业。 其三，一方面给予脱贫地区政府和脱贫户长期帮扶的安全感；另一方

面既明确帮扶底线又激励受援地区政府和家庭自力更生。
进一步讲，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支持，还需随

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强化。 从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来看，２０１８ 年，在名列全球

社会流动指数第一位的丹麦，处于“十等分收入组”中最低收入组别的家庭，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可以达到中位数收入水平（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ｃｏｍｅ）；在排位第 ２７ 名的美国，需要经过五代；在位列第 ４５
名的中国，则需经过七代（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０）。 若要达到丹麦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
关键的政策措施一是增加社会包容性；二是减少收入不均等；三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是强化社会保障。 这不但说明帮扶脱贫地区和脱贫户的必要性，而且也揭示了帮扶的长

期性。
（四）小结

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日益取决于个人的市场参与能力和留守村庄的生产及家务

劳动强度。 成年女性参与市场活动和家庭决策的程度同时提高。 父母投资于女孩教育的意愿和行

动一起强化，“独女户”和“双女户”尤其如此。 老人更多地参与农业和非农生产劳动，以支持青壮

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
绝大多数村民家庭常年处于分离状态。 依据不同成员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家庭照护、上

学读书以及接受照护等需求，分离家庭呈多样化居住方式，例如多点分居、分户分居或分户不分家，
等等。

外出和留守劳动者合力投资于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一方面供养下一代上学；另一方面，
资助子女在家乡县城或者就业城市买房。 部分家庭已实现学历、技艺、收入和资产的代际向上流

动。 面对市场风险、自然灾害和人身意外，这些家庭向上流动的势头依然脆弱。 减少脆弱性的关

键，是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中增加社会包容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社会保障和减少收入

不均等。 这就有必要对脱贫地区政府和脱贫户实施长期帮扶，同时明确帮扶底线并激励受援者自

力更生。

四、 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发展策略及实践

农村迁移劳动者（农民工）及随行家人，多为村庄留守家庭延伸到城市的一部分。 本节着重讨

论迁移劳动者与留守家庭的经济联系，他们在就业地的社会流动，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求。 涉及的数据和信息主要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８ 年

的村庄和农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２００６ 年农村迁移工人调查；①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作者及团队与榆阳、南通、昆山、苏州、武汉和重庆共 ６ 个城区政府机构的座谈，还有对 ９ 家企业

和 ７６ 位农村户籍雇员的访问。
（一）迁移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个人和家庭向上流动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２０１８ 年的外出人口中 ８４. ６％属于 １６—６０ 岁的劳动年龄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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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６ 年调查地点为大连、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 ５ 个城市，共调查企业 ９１ 家，农村户籍的迁移工人 ２３９８ 位。



组别的男性约占外出人口的 １ ／ ２，女性约占 １ ／ ３）。 这表明，农村迁移人口中虽有老幼，但仍以青壮

劳动大军为主（图 ２）。
鉴于建筑、制造、安保和商贸等企业聚集着众多迁移劳动者，我们便从这些企业选取个人访谈

对象。 受访者皆为农村户籍并签有正规劳动合同的长期雇员 ／工人，其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高于同

城打零工的非正规就业者。 他们与前述调查户并无亲缘关系，但他们的状况可以大致反映农村迁

移劳动者的群体特征，其谋生行为亦可与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决策相互印证。 表 ６ 蕴含的信息或多

或少地支持了这一判断。
第一，迁移劳动者因就业岗位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同而明显分层。 不同技术档次的岗位对应

的学历要求各异，受访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１２ 年以上。 非技术工人的学历平均不足 ８
年，２０２０ 年的月平均工资将近 ４９００ 元，相当于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 ８５. １％和 ７３. ５％ 。 但若留在

村庄，他们的收入多半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因而可以判断，仅仅是乡 － 城劳动力转移，便使非技术

工人在收入阶梯上攀升了许多。
第二，各技术层次的迁移劳动者至少更换了两次工作，足见他们获得现在的岗位完全出于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匹配。 因此，部分一线工人即便对工资结构略有微词，例如底薪水平过低，对不同岗

位的工资差别却毫无异议。
第三，年纪越轻的劳动群体学历越高（表 ４），学历越高的迁移工人则技术层次和工薪水平也越

高（表 ６ 和表 ７）。 “九零后”年龄组与其他年龄稍长的组别相比，非技术工人所占的比重最低

（３５. ２９％ ）而技术工人的比重最高（４１. １８％ ）。 九零后的偏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在于，他们不

愿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在单调的生产线上站工位，故而促使企业提升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例如，重庆某货物码头公司高管叹道：“现在不是企业选工人，而是工人选我们！”该公司的装卸业

务已完全消除人挑肩扛的工作方式。 在重庆市北碚区某铁塔公司（输电），制造工序由 ４０ 岁以下

且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用计算机操作；野外安装工多拥有中专或初高中学历，４０—５０ 岁年龄段

的约占 ５０％ ，５０—６０ 岁年龄段的不超过 ３０％ 。
第四，年龄越大的迁移劳动者，向农村留守家庭汇款越多（表 ７）。 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转移，

带动其家庭脱贫并逐渐提高经济地位。 与此相对照，越年轻的组别与家乡的联系越松弛。
受访者与留守家庭的日常联系，首先受通讯价格的影响。 ２００６ 年受访者的普遍联系方式是

电话，六零后及更年长的人与留守家庭的月通话次数明显少于七零后和八零后。 ２０２０ 年，六零

后与老家的月通话频率相当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４４ 倍，列在各年龄组的首位。 当前的联系方式多为

微信视频，苏州的受访保安还在家乡小院安装了摄像头，随时可用智能手机观察家中老小的

生活。
其次，迁移劳动者与留守成员的联系取决于亲缘的远近。 九零后及更年轻的人与老家联系频

率最低，缘于他们或是未婚或是核心家庭在就业地。 这一组别还因生活经历主要在城市而与家乡

日渐疏离，受访者对原籍村庄的土地、人口、自家的承包地面积、耕种情况以及当地租金等等，全都

不甚了了。 可以说，除了户籍身份，他们已是城市化的一代人。①

第五，越年轻的员工，越注重在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之余，投资于自身的继续教育。 从受访者

与随迁家庭的人均消费数据看，娱乐和成人教育加起来仅占每月支出总额的 ２％ （表 ８）。 实际上，
制造企业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对继续教育的投资远高于平均值。 例如，一位 １９８９ 年出生的理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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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位 １９９９ 年出生的受访者，是入职铁塔公司仅三个多月的大学毕业生。 他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在家乡县城做喷漆工，母
亲当茶楼服务员。 父母为了他“小升初”，用积蓄和借款在县城买了房子。 从那时起全家搬离村庄，土地交给别人耕种，老家的情

况他一概不清楚。



员，拥有计算机信息管理大专文凭。 公司资助其考取了现岗所需的 ４ 个资格证，他自己还以每年

３６００ 元的学费，攻读成人本科工程管理专业。 还有一位 １９９６ 年出生的女性文员，专门选择一所名

校的成人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就读，总计缴纳学费 １. ５ 万元。 他们明确表示，试图通过提高学历增加

个人的发展机会。
第六，若将 ２００６ 年的迁移劳动者居住类型按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集体宿舍、租房和购房。

２０２０ 年的购房比重大幅上升，与租房并列第二（２４. ３％ ，参见表 ９）。 这一变化首先显示，迁移劳动

者收入和投资能力强化。 其次，它既反映住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隐含着迁移家庭的经济脆弱

性。 在购房者当中，尚未还清房贷的占 ７２. ２％ 。 债务余额平均为 ３７ 万元，最高负债 １００ 万元（未
列表）。

此外，购房者在调研城市的分布，不但反映房价和收入水平的区位影响，而且还折射出不同城

市的社会包容程度。 ２０２０ 年，将近 ６６. ７％的购房者分布在昆山和南通。 恰恰是这两座城市，较早

地放宽了户籍迁入限制。 一些自称“新昆山人”的受访者，通过就业、成婚①、买房、迁户口和供子女

上大学等一系列操作，已经安居乐业融入当地社会。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农村外出人口年龄结构

　 　 注：２０１８ 年在外居留时间不少于 １８０ 天的共计 ２３６４７ 人；设置性别分组条件后，余 ２３６３８ 人。 图中年龄（岁）
组的划分标准为：老年（年龄 ＞ ６０），成年（１６≤年龄≤６０），学龄儿童（６≤年龄 ＜ １６），学龄前儿童（１ ＜ 年龄 ＜ ６），
婴儿（年龄≤１）。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的迁移劳动者特征

特征 全部 技术工种 非技术工种 管理人员

年龄（岁） ３８. ７６ ３８. ３７ ３９. ４７ ３８. ２２

受教育年限（年） ９. ３８ ８. ５ ７. ９３ １２. ３２

工作转换次数 ２. ５７ ３. ２１ ２. ２６ ２. ３１

月平均工资（元） ５７５２. ６３ ５９９１. ６７ ４８９６. ６７ ６６５９. ０９

观测值（人） ７６ ２４ ３０ ２２

占比（％ ） １００ ３１. ５８ ３９. ４７ ２８. ９５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农村迁移工人调查，所选样本均为农村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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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女性“新昆山人”与“老昆山人”中的农家男结婚，夫家出资在市内购房。 打算落户昆山的男性迁移劳动者则由其全

家资助在昆山市区买房以备婚娶。



表 ７ 迁移劳动者技术类型分布以及他们与留守家庭的联系（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出生年份分组 观测值（人）
近一年向

老家汇款（元）
每月与老

家通话次数

技术类型分布（％ ）

技术工种 非技术工种 管理人员

２００６ 年数据

１９６９ 年之前 ４２２ ２９６２. ２６ ５. ５５ ３５. ８４ ５０. ３２ １３. ８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 ７８２ ２７３５. ８２ ６. ５２ ３８. ４９ ４２. ８４ １８. ６７

１９８０ 年以后 ９３２ ２１２６. ８４ ６. ３０ ３１. ２８ ５５. ４５ １３. ２７

２０２０ 年数据

１９６９ 年之前 １１ ２４５９０. ９１ １３. ５４ ２７. ２７ ４５. ４５ ２７. ２７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 ２０ １９８２５ １１. ４５ ２５. ００ ４５.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２８ １２４２８. ５７ １３. ０３ ３２. １４ ３５. ７１ ３２. １４

１９９０ 年以后 １７ ８９４１. １８ １０. ２３ ４１. １８ ３５. ２９ ２３. ５３

　 　 注：不同年份受访者的货币收支数值未经消胀处理。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农村迁移工人调查，所选样本为农村户籍。

表 ８ 迁移劳动者与随迁家庭的月人均消费支出构成（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项目 ２００６ 年观测值 ＝ ７８３ 户 ２０２０ 年观测值 ＝ ３６ 户

家庭平均规模（人 ／ 户） ２. ５９ ３. ４７

月人均消费支出（元） ５３６. ９０ １３０８. ７７

主要

构成

（％ ）

食品 ３９. ７７ ３２. １７

居住 １７. ３５ １２. １６

交通通讯 ９. ６０ １４. ４７

日用品 ８. ２６ ４. １６

烟酒 ６. ５２ ８. ９１

子女教育 ６. ４５ １２. ３７

衣着 ６. ０５ ６. １８

人情往来 — ４. ３２

医疗保健 ２. ８６ ３. １８

娱乐和成人教育 １. ５８ ２. ０８

其他 １. ５６ 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注：不同年份受访者的货币收支数值未经消胀处理。 “—”表示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农村迁移工人调查。 所选样本为农村户籍、有随迁家

庭成员的已婚受访者。

１４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表 ９ 迁移劳动者在就业地的居住状况（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就业地居住类型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观测值（人） 占比（％ ） 观测值（人） 占比（％ ）

购买住房 １９６ ９. １８ １８ ２４. ３２

租赁住房 ８３２ ３８. ９９ １８ ２４. ３２

集体宿舍 ９６２ ４５. ０８ ３３ ４４. ５９

工地工棚 ５７ ２. ６７ １ １. ３５

住亲戚家 ３０ １. ４１ ２ ２. ７０

自家建盖 １９ ０. ８９ １ １. ３５

其他 ３８ １. ７８ １ １. ３５

合计 ２１３４ １００ ７６ 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农村迁移工人调查，所选样本为农村户籍。

（二）缘于权利不平等的城市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遗漏

迁移劳动者本身及其随迁和留守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他们的就业。 与之相

关的家庭代际向上流动，更需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和对下一代成长过程的投资。 以下从迁移工

人失业应对和子女教育安排等方面，扼要探讨他们向上流动中遇到的难题。
对照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受访者社会保险参与率，不难发现农村迁移劳动者社保覆盖面的大

幅扩展（表 １０）。 他们究竟从中受益若何？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案例颇具典型意义。 我们在个人问

卷中专设了疫情影响栏目，所得信息既有助于刻画迁移劳动者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也能反映迁

移工人、企业、政府和社会在疫情冲击下采取的措施。
表 １０ 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与率（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类型（％ ） ２００６ 年观测值 ＝ ２１３６ 人 ２０２０ 年观测值 ＝ ７６ 人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２４. ５８ ６３. １６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 ２２. ３７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３３. １６ ５７. ８９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 ２２. ２９ ３８. １６

工伤保险 ４７. ６６ ７６. ３２

失业保险 ８. ３８ ６０. ５３

　 　 注：所选样本为农村户籍。 ２００６ 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一项包括打工地的小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外来从业人员医疗保险

和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 “—”表示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农村迁移工人调查。

其一，２０２０年，有过失业经历者占受访迁移劳动者的 ９. ２１％（７人），其中只有一位因武汉“封城”

领到 ２ 个月失业保险金。 其余 ６ 位失业前在餐馆、商铺、装修队等小型服务企业务工，失业期间一

方面动用积蓄度日，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工作，最终靠再就业度过难关。
其二，疫情初期，停工停产的品牌企业和较大规模的企业发放了数额不等的基本工资，因而其

员工不认为自己失业。
其三，受访者中唯有昆山某大型商贸企业的员工报告，疫情停工期间得到市政府发放的救助金。

相比之下，西北某市政府非但没有救助受到停工冲击的迁移劳动者，反而对同样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迁

移工人和本地户籍工人区别对待：迁移工人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仅为本地户籍工人领取额的 １ ／ ２。
灾害来临之际，迁移劳动者获得保险给付和及时救助的权利大多缺损。 在正常时期，曾经参保

的迁移工人也有可能因失业而“断保”或从社会保障网跌落。 例如，重庆某码头装卸工人 Ｈ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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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 年生人），曾在家乡煤矿工作了 ２０ 多年，矿上为他买了 ８ 年的社会养老保险，不料 ２０１５ 年煤

矿倒闭他随即失业。 此后 ３ 年里 Ｈ 辗转贵州、山西和山东打零工，直到友人介绍来码头装卸队做

长期工才稳定下来。 自 ２０２０ 年始，Ｈ 先生每月缴纳养老保险费 ９３０ 元，打算连缴 ７ 年，补足领取养

老金必需的 １５ 年缴费期。
社会保障不仅可为迁移劳动者提供生存安全，而且也有助于消除他们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的后顾之忧。 当前，多数迁移家庭投资的焦点还是子女教育和住房。 城市住房销售和住房信贷

市场向迁移劳动者无歧视开放，但教育领域中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撤除，否则就不会出现回迁儿

童群体（韩嘉玲，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年，我们先后从武汉和重庆两市政府机构座谈会以及迁移劳动者调

查中，了解到有关儿童入托上学的制度安排。
第一，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间，打工子弟学校已取消，经政府注资、改编、扩建，转为公办学校。
第二，儿童进入公办幼儿园和小学接受教育，须在当前居住的学区排队。 武汉市的排队证件一是

户口本 ／居住证，二是房产证；排序根据是房产登记时间。 重庆市专为迁移劳动者子女进入中心区幼

儿园和小学设定了积分制排序规则。 积分因子一是家长在本市务工年限，二是随迁家庭居住年限。
第三，公办幼儿园享有政府补助，但“学位”供给严重不足。 同等条件的民办幼儿园则相对昂

贵，因为它们未得到公办幼儿园那样的政府资助。
优质小学和幼儿园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农村迁移劳动者多居住在城市边缘，故几乎难以进入中心

区排序队列。 即便是少数住在中心区的外来人口，按照房产登记时间排队显然也位次靠后。 由于民

办与公办幼儿园之间价格悬殊，携子务工的迁移劳动者不得不作以下选择：其一，把孩子送往同城民

办幼儿园，为学龄前教育支付高价。 武汉一家电子企业的测试工程师介绍，小女儿不满 ４ 岁，进了民

办幼儿园，一年交费 ２ 万元。 如果能进公办幼儿园，包括伙食一年交费 ９０００ 元，可是孩子已到入园年

龄，她们家排队还未轮上。 其二，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幼儿园并请留守父母照管。 武汉市一处建筑工地

的物业前台服务员，娘家在鄂州市，儿子 ３ 岁多，送入家乡民办幼儿园，一年交费 ８０００ 元，平日里由她

父母接送和园外看护。 当地公办幼儿园对同龄小孩收费 ６０００ 元 ／年，可是她家送不进去。
优质幼儿园供不应求和迁移劳动者排队无望的现象，与城市政府区别对待不同所有制的托幼

机构和不同户籍的常住居民密切相关。 其中包含的教育不公平，既造成迁移家庭的福利损失，又削

弱社会凝聚力。 首先，加重中低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① 若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７５％作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李培林，２０１７），在获得正规就业岗位的受访者及随迁家庭当

中，大约 ４ ／ ５ 跨越了这一门槛。② 然而迁移家庭的消费支出已压至生活必需水平，子女教育位列第

三支出大项（占 １２. ３７％ ，见表 ８）。 任何制度性和政策性的不利影响，都有可能使这些家庭入不敷

出从而损及儿童福利。
其次，与托幼支付能力不足相关的家庭分离继而导致多轮福利损失。 短期内的家庭和社会经

济损失，是不必要的人员奔波和交通费用支出。 ２０２０ 年，交通和通讯成为受访迁移家庭中仅次于

食物的第二大支出（占 １４. ４７％ ，见表 ８）。 每年拥挤的春运和“返乡摩托大军”，无不显示大规模农

村家庭分离的事实。 不论儿童成长如何需要与父母情感交流、老人衰弱如何需要家庭关照，夫妻维

系婚姻多么需要相聚，仅仅考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大量家庭长期分离必将导致亲情松弛甚至分

裂，直接损及社会的微观基础。 这种不利影响也必将波及几代人，因此，对迁移人口欠缺包容性的

３４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据北京师范大学 ／ 浙江大学李实团队的收入分配调查，以中位数收入的 ６７％和 ２００％为下限和上限，２００７ 年中等收入群体占

调查人口的 ４０. ０％。 ２０１８ 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为 ４６. ８％（２０１８ 年样本：城镇 １１５０６ 户，３６２５９ 人；农村 ９２３９ 户，３５００７ 人）。
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７５％作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２０２０ 年的最低门槛为 ２０６５５ 元，即人均月收入 １７２１. ２５

元（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１）。 在本研究的迁移劳动者调查中，绝大部分受访者及随迁家庭跨越了这一门槛。 其中，单独外出者在就业城市的月

均工资收入为５８１２ 元（最低 ３１００ 元，最高１２０００ 元）；多人外出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为３２９５ 元（最低８４０ 元，最高 ８０００ 元）。



制度安排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三）小结

当前的乡 －城迁移人口中仍以青壮劳动者为主。 与留守村庄能够获得的收入相比，外出就业

者的工资收入足以使全家脱离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在城市市场开放的领域，他们尽可能地利

用市场攀登经济阶梯。 无论是寻找工作、获取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还是改善住房条件，莫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正规就业的迁移劳动者及随迁家庭跨越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低门槛。

在城市社会政策领域，对迁移劳动者和随迁家庭仍设有或隐或显的权利障碍。 这些制度性和

政策性的障碍，造成迁移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近十多年来，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覆盖率

大幅提高，但权利的缺损使他们在遭受市场波动、政策变化和灾害冲击时，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保

护。 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托幼服务方面的排斥性制度安排，不仅损害迁移儿童的早期发展，而且阻

碍年轻一代核心家庭的代际向上流动。

五、 政策性的讨论与结论

在无制度性障碍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发挥潜力并争取美好生活的机会，是个人和家庭实现其

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理想状态。 这就意味着，与此状态相联系的社会须具备公平、包容、富有经济活

力和社会流动性的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 ８２ 个经济体的评估表明，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则不平

等程度越低、社会凝聚力越大、经济增长越强劲。 据此推断，若将收入提高与差距缩小相伴随的态

势视为趋向共同富裕，那么增强社会流动性必有促进共同富裕之效。
社会流动的测度指标由分布在 ５ 个层面的 １０ 项驱动因素构成：第一个层面是卫生；第二，教育

（可及性、质量、公平、终生学习）；第三，科技可及性；第四，就业（工作机会、公平工资和工作条件）；
第五，社会保护和包容性制度。 综合而成的百分制社会流动指数，既概括了个人和家庭向上流动的

必要条件，也阐明了社会和家庭为普遍增加成员福祉而努力的方向。 据 ２０２０ 年公布的全球社会流

动指数，中国得分 ６１. ５，位列第 ４５ 名。 在驱动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中，分值最高的是卫生，得分

８０. ５。 分值在 ７０. １—７５. ０ 区间的，依次为就业机会、科技和教育可及性。 因城乡间和地区间教育

质量差距过大，教育公平性得分 ６３. ３。 分值最低的是在校生的社会多元化（３１. ９）和公平工资

（３２. ０）（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０）。
参考上述测度指标并基于可供使用的数据，本文着重考察脱贫农户通过乡 － 城劳动力转移攀

登社会经济阶梯的行为，尝试基于农户和迁移家庭的教育（人力资本）和住房（物质资本）投资等家

计信息揭示：他们利用市场实现了哪些目标，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了哪些支持，迁移

中的权利缺失又使他们承受了怎样的代价。
对于脱贫县域的脱贫农户而言，自然资源贫瘠仍是限制收入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通过家

庭内部分工支持青壮劳力转向城市就业，既是突破本地资源约束的关键，也是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以

增加家庭收入和福祉的重要手段。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来袭、就业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脱贫

农户也未改变这一生存和发展策略。 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做创业的企业家，也并非所

有的县域经济都能为现有劳动力提供收入增长的前景。
乡 －城青壮劳动力转移，导致大多数脱贫村庄的人口结构接近于城市的反面：常住人口规模远

不及户籍人口。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间，部分村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率最低下探至 １９. ９％ 。 据农

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村庄常住人口中 ６０ 岁以上老人的比重高达 ２９. ９％ ；
在家有老年的住户中，纯老人家庭占 ４４. ４％ ；１６—６０ 岁年龄组中女多男少，女性约占 ５２. ２％ 。

在人口严重老龄化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于方便留守人员的生活至关重

要。 历经多年的扶贫行动，原贫困村（脱贫村）的基础设施供给已与非贫困村不相上下。 原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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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指标值，例如管道供水和托幼机构覆盖率，甚至超过了非贫困村。 两类村庄都有的基础设施

短板，是污水处理设施缺失。 公共服务弱点皆为老年长期照护制度粗疏。
绝大多数留守村庄的家庭常年处于成员分离状态。 依据不同成员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家

庭照护、上学读书以及接受照护等需求，分离家庭呈多样化居住方式，例如多点分居、分户分居或分

户不分家，等等。 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日益取决于个人的市场参与能力和留守村庄从

事生产及家务劳动的强度。 由此而产生的性别影响首先在于，女性参与市场活动和家庭决策的程

度同时提高。 其次，父母投资于女孩教育的意愿和行动一起强化，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现的“独女

户”和“双女户”尤其如此。
家庭分离的代际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老人更多地参与农业和非农生产劳动；其二，

整个直系家庭以代际接力的方式支持后代落户城市，不但投资于教育，而且倾力于城镇购房。 ２０１８
年，在城镇买房的农户约占全国农村调查户总数的 １６. ４％ 。 在以户主年龄分组的农户当中，每一

组成年子女的平均学历都高于其父辈（户主）３ 年左右，从而鲜明地显示了向上的代际教育流动趋

势。 其三，高龄老人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护需求极少得到满足。 中下收入群体因支付能力

不足，难以利用有偿照护服务。
本文把发达国家不设制度藩篱的乡 －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 把中国政府将特

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

落户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如今在自主迁移进城的人口当中，８５％左右为青壮劳动力，余者

为随行老幼。 村庄留守者与迁移者犹如处在人口城市化进程的起点和终端，迁移劳动者的生存与发

展策略，既与留守家庭的生计决策相辅相成，又顺应就业城市的制度环境而因地制宜随机应变：
第一，通过劳动力市场跨行业跨地域就业以增加收入，带动全家攀登经济阶梯。 在本文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年农村户籍企业工人调查中，平均每位迁移劳动者每月工资收入 ５７５３ 元，２０２０ 年平均向老家汇

款 １５３５５ 元。 按照现行绝对贫困标准估算，外出就业者的汇款就足以使一个留守村庄的四口之家脱贫。
以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７５％作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大约 ４ ／ ５ 正规就业的

受访者及随迁家庭跨越了这一门槛。 不过，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及其家庭达不到这样的收入水平。
第二，除了借助企业培训提升技能，部分技术工人还通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市场，投资于自

身的继续教育。 经过九年义务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迁移劳动者，越来越多地进入企业

技术岗位和管理层。
第三，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多数“九零后”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利用助学贷款、父辈积蓄和亲友

借款，完成了中等专业教育或高等教育。
第四，将近 １ ／ ４ 的受访迁移家庭利用住房信贷，在就业城市购买了住房。 这不但反映迁移人口

通过城市住房市场和住房金融改善居住条件的取向，而且也展示了他们的物质资本投资行为和长

期落户城市的意愿。 当然，此类购房行为还包含着家庭遭受意外收入冲击时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农村迁移人口之所以能够实现自主城市化，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城市

尤其是发达地区城市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 农业和农村的迁移劳动力经市场匹配，恰好满足了这

种需求，然而城市社会却凭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城乡分隔政策，排斥迁移劳动者及随迁家庭平等

地分享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基于中国城乡居民家计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证明，与城市偏好

和人口迁移限制相联系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全国居民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等的一项关键因素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２１）。
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日渐深入，经济领域的排斥性制度安排趋于减少。 可在社会政策领域，城

市政府对迁移人口仍设有或隐或显的权利障碍。 各大城市政府对高学历者略微放开户籍闸门，然
种种准入规定实则阻挡了普通迁移工人。 问题是，任一城市都如同一个生态群落，多层次劳动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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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匹配、多类别人口群体接榫共存，方可使城市健康顺畅运转。 出于城市户籍居民的利益而“修
剪”人口城市化进程，带给自主迁移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必然层出不穷。

近十多年来，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大幅提高，但权利的缺损使他们在遭受市场波

动、政策变化和灾害冲击时，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保护。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导至停工停产期

间，只有少数迁移工人得到城市救助。 对已参加失业保险的迁移工人，个别城市的社保机构仅发

放相当于本市户籍工人 １ ／ ２ 的失业保险金。 大多数失业者依靠家庭积蓄和更换就业岗位度过

难关。
在貌似公平的排队规则下，迁移家庭遭遇的托幼困难仍然与制度性歧视联系在一起。 在服务

供给侧，公办幼儿园在政府资助、选址区位和服务定价等方面占据优势；在需求侧，急需托幼服务的

家庭按学区自住房产和户口 ／居住证登记时间排队。 这种规则，实质上保护的是学区原住户籍居民

的利益，而把迁移劳动者的孩子或推往价格更高的民办幼儿园，或令其不得不回迁家乡。 结果导致

年轻一代的务工者重复其父辈家庭分离的命运，进而不仅损害迁移儿童的早期发展，而且阻碍这些

家庭的代际向上流动。
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自然演进式的工业化城市化期间，也曾出现诸多低收入和贫困家庭分居

城乡的现象。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期的丹麦和瑞典便是如此。 两国的应对之策大致相似：建立

工农统一的社会保险和普惠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譬如补助母婴照护、儿童营养、育幼和教育、提供住

房和婚嫁优惠贷款等。 这些制度安排，既为来自乡间的工人家庭创造了稳定落脚城市的条件，也奠

定了全社会平等发展的基础（汪琦，２０２１；闵冬潮，２０１７）。 直到目前，这两个国家依然在社会流动

和收入平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上述国际经验的借鉴意义在于，采用城乡融合的制度框架推进国家和社会现代化。 基于中国

当前国情，勾连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亦可组成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朱玲，
２０１４）。 瞄准脆弱群体的社会福利，便可作为连结多轨制社会保障的“粘合剂”。 仅就老幼照护不

足的难题而言，实行普惠型的老年和幼儿照护补贴，即为其中一个切入点。 为此而采取的公共财政

支出，属于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收入再分配，完全可以参照城乡居民非缴费型养老金的筹资方式设

计。 与此相对应，还须在政策环境上消除对民营照护机构的所有制歧视以便激励服务供给。 更重

要的是，各级政府均须对所有企业和劳动者一视同仁，继续推行激励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政策，
否则任何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都有可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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